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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研究

金红昊,谢心怡,杨 钋

[摘 要]
 

在密集型育儿模式下,教育投资逐渐从学校场域内延伸至学校场域外,愈

来愈多的家庭购买课外补习,以期帮助子女在升学选拔中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同伴

是学生学业发展和升学竞争的核心参照群体,会对学生及家庭的教育选择产生深刻

的影响。本文从同伴效应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探讨同伴对学

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并对内在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实证分析发现,学生

课外补习参与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就其影响机制而言,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提

升会改变学生家长对于课外补习效用的认知,并增加班级内部的学业竞争压力,从

而提升学生个体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从学理层面揭示了教育

竞争和课外补习参与之间的关联性,更能从实践层面为合理引导学生的课外补习参

与行为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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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你不学别人在学啊! 孩子也是没办法,顶着脑袋去上很多课,能吸收百

分之二三十就不错了。”2018年11月,《疯狂的黄庄》一文将课外补习市场的

膨胀与异化引入公众视野,刻画出教育竞争之下家长的紧张与无奈。① 在优

质教育资源———尤其是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稀缺———的情境下,以考试为重心

的选拔机制催生了巨大的升学焦虑。受密集型育儿模式的影响,教育投资逐

渐从学校场域内延伸至学校场域外,家庭购买课外补习并为之投入大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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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精力,冀图以此种方式换取子女在升学竞争中的相对优势(薛海平,

2015)。2015年PISA数据显示,我国京沪苏广四省市15岁学生参与课外补

习的比例已超过60%,课外补习的普遍化成为基础教育发展不容忽视的现实

趋势(OECD,2015)。
我国高比例的课外补习参与源于基础教育均衡化与高等教育分化之间的

张力(杨钋,2020)。国内基础教育以均衡化发展为导向,政府通过资源调配、
限制择校等政策举措,平衡各学校的师资、生源和教学资源,旨在缩减校际

教育质量的差异(薛海平,2015)。与之相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明显

的分化,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进程中,地方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和高

职院校承担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而高选拔性研究型大学的招生规模却

维持稳定,精英院校的录取率甚至略有收缩(李春玲,2014;Yang
 

and
 

Wang,2020)。精英院校的符号价值和教育回报已成为社会共识,也激发了

家长的教育期待(刘云杉,2015;许玲丽和艾春荣,2016)。基础教育的均衡化

发展限制了家庭校内教育参与的空间(Lee
 

et
 

al.,2010;Park
 

et
 

al.,2011),在

此情景下,如何帮助子女进入具有高度筛选性的精英大学? 购买课外补习成

为多数家庭的选择。家长期待通过课外补习提升子女的学业表现,帮助子女

在升学竞争(继而在未来的就业竞争和社会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薛海平和方

晨晨,2020)。
已有研究证实了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以及学校特征等对课外补习参与的

影响。但如前文所述,受基础教育均衡化和高等教育分化的影响,在升学选

拔机制中取得相对竞争优势是家庭购买影子教育的重要动机。同伴是学生学

业发展和升学竞争的核心参照群体,会对学生及家庭的教育选择产生深刻的

影响。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同伴效应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

据,探讨同伴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

文结论不仅从学理层面揭示了校内教育竞争和课外补习参与之间的关联性,
更能从实践层面为合理引导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行为提供政策启示。

二、同伴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

(一)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因素

影子教育的盛行成为全球基础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已有研究通过广泛

的理论与实证探索,揭示了学生课外补习参与背后国家宏观背景、学校、家

庭及个体特征的广泛影响。
就宏观国家教育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在高等教育系统分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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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选拔为主的教育体制之下,课外补习的参与率较高(Baker
 

et
 

al.,

2001)。文凭主义的社会观念系统在文凭和社会地位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催生了文凭竞争和影子教育参与需求,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呈现

出相似的制度特征。值得关注的是,已有研究指出,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

度越高,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也越高,课外补习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

社会再生产的一种路径机制(杨钋,2020)。学校是影响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

中观因素,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师生比的改善以及校间教育资源分布的均

衡化,均会降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比例(Dang,2007;Song
 

et
 

al.,2013;

Kim
 

and
 

Park,2010)。在影响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微观因素中,家庭得到了

最多的关注。“密集育儿”文化的流行使得父母越来越多地卷入子女教育之中。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以及父母教育期望均与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密

切关联(Zhang
 

and
 

Bray,2015;林晓珊,2018;薛海平,2020)。此外,已

有研究也关注了学生个体层面的诸多特征对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如性别、
族裔、教育期望与教育成就等(Buchmann,2010;Song,et

 

al.,2013)。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家-学校-家庭”由大而小,构成学生生活

其中的三层场域,不可避免地对学生的教育选择产生影响,这为认识和理解

学生的课外补习行为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在相同的教

育体制之下,课外补习参与出现了明显的群聚现象———重点学校、重点班级

的课外补习参与率相对较高(薛海平,2015;Zhang
 

and
 

Bray,2015)。诚然,
已有研究所涉及的学校特征、家庭经济文化资本以及学生个人的教育成就等

因素均能部分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同伴亦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其是学生学

业发展和升学竞争的核心参照群体,会对个体教育选择和教育行为产生不容

忽视的影响。

(二)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

同伴效应是解释青少年行为的重要视角,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尔曼

报告》就指出,学校中的同辈群体是影响教育结果的重要因素(Coleman,

1966)。已有研究表明,同伴效应会影响学生的生理特征(权小娟等,2019)、
学业表现(程诚,2017)以及运动行为等(权小娟和卢春天,2020)。

课外补习教育和校内正规教育是学生教育参与中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
同伴作为正规教育中的核心参照群体,会对学生的教育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
默顿将参照群体分为隶属参照群体和非隶属参照群体,学校班级是学生重要

的隶属参照群体(默顿,2006)。当前我国中学生每日在校学习时长大多达

7-8小时以上,班级成为其日常学习和生活最重要的组织环境和结构情境

(曹蕊和吴愈晓,2019;吴愈晓和张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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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y(1952)指出,参照群体具有“规范”(conformity)和“比较”(social
 

contrast)两种功能,规范功能的意涵是参照群体能为个体建立观点和行为层

面的显性或隐性规范;而比较功能的意涵是个体会根据自身在参照群体中的

相对位置进行自我评价和行为选择。聚焦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上述两

种功能可分别概括为规范效应和压力效应。

1.规范效应

规范效应意指,同伴群体的价值态度、行为表现及决策选择会形成隐性

的规范,这种隐性的规范会塑造身处其中的个体的认知,从而改变其行为。
在规范效应的作用下,个体会表现出与同伴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做出

与同伴相同(或相似)的行为或决策。教育领域的相关实证研究揭示了规范效

应的广泛存在,例如,同伴会对青少年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青少年的教育

期望会随班级平均教育期望的升高而提高(曹蕊和吴愈晓,2019;Carbonaro
 

and
 

Workman,2016)。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教育选择也会受到规范效应的影响

(程诚,2017;Fletcher,2012;Hasan
 

and
 

Badge,2013)。
基于规范效应,随着班级内部参与课外补习学生人数的增加,学生及家

长将感知到课外补习的效用和重要性。考虑到学生的教育决策主要在家庭环

境中做出(Entrich,2015),家长也是学生课外补习行为的主要付费者,家长

对课外补习的认知将尤为重要。在课外补习参与率较高的班级内部,家长会

在社会交往互动和子女反馈之中认识到课外补习是一种改善学业表现的重要

方式,这种认知将大幅提升购买课外补习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学生个体的课

外补习参与率。与之相反,在课外补习参与率较低的班级内,针对课外补习

的效用认知无法形成群体共识,也无法对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选择产生影响。

2.压力效应

在压力效应的作用下,个体在进行自我评价时,并不仅仅会依据自身的

绝对能力,更会依据自身的相对能力(即自身在参照群体中所处的位置)。在

同伴群体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是学生自我评价及父母、教师对其进行评价的重

要参照,当同伴群体的整体能力较强时,学生(及父母、教师等)对自身的相

对评价会降低,反之,当同伴群体的整体能力较弱时,学生(及父母、教师

等)对自身的相对评价会提升。在20世纪60年代,Davis(1966)的研究就发

现,学生倾向于通过与同一学校的同学进行比较来评价自身的学术能力,在

平均水平较高的学校,学生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并

影响自身的教育和职业抱负。Davis(1966)的研究被 Marsh(1987)归纳为“大
鱼小池效应”。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也不断证实该效应的存在。相同能力的学

生,当身处高能力的班级或学校时,对自我的评价较低;当身处低能力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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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力的班级或学校时,对自我的评价较高(Pop-Eleches
 

and
 

Urquiola,

2013;Seaton
 

et
 

al.,2010)。
基于压力效应,当班级的整体学业水平较高时,学生自我评价的学业表

现和学业能力将相对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个体可能会更倾向于参与课

外补习,以追赶优秀的同学并获得相对竞争优势;反之,当班级的整体学业

水平较低时,学生自我评价的学业表现和学业能力将相对提升,在此情境下,
同伴学业竞争压力的缓和将降低学生个体参与课外补习以换取竞争优势的

动机。

(三)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和总结,本文提炼出如下三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班级同伴的课外补习行为会显著提升学生个体参与课外补

习的可能性。
研究假设二:家长对课外补习重要性的认知将在班级同伴的课外补习行

为和学生个体的课外补习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三:班级整体学业水平将在班级同伴的课外补习行为和学生个

体的课外补习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库

(简称CEPS数据库)。CEPS数据库目前开放了基线调查和第一次追踪调查

两期数据,基线调查于2013—2014学年实施,以七年级(初一)学生和九年级

(初三)学生作为调查起点,第一次追踪调查于一年后(即2014—2015学年)针
对原七年级样本进行追访。CEPS数据库采用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从全国

随机抽取28个县(区)、112所学校、438个班级开展调查,被抽中的班级学

生全部入样,同步实施学生问卷、家长问卷、教师(班主任)问卷与校领导问

卷四套问卷。基线调查共覆盖19487名学生样本,其中七年级学生10279名,
九年级学生9208名。第一次追踪调查成功追访了9449名原七年级学生,追

访率达91.9%,并补充了471名新入样本。
围绕研究议题,本研究针对原始数据开展了一系列样本匹配、样本筛选

与变量清洗工作。首先,基于样本编码,对基线调查、追踪调查两期数据进

行纵向匹配,再对学生问卷、家长问卷、教师问卷以及校领导问卷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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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匹配。其次,删除基线调查中的九年级学生样本(未被追访),追踪调查

中未成功追访的样本以及新入样本也予以剔除。最后,由于考试成绩等重要

的数值型变量存在奇异值,本研究对其进行替换和调整。

(二)变量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因变量为初中生的课外补习参与情况,问卷题项为学

生本学期是否参加过奥数、数学、语文或英语补习,处理为虚拟变量,1=
是,0=否。此外,本研究还将针对不同类型的补习参与做更为细致的对比分

析,包括奥数、数学、语文、英语等学科补习,以及绘画、音乐、书法、舞

蹈等兴趣辅导。
自变量为同伴的课外补习参与情况,自变量的操作化涉及同伴范围的界

定问题。考虑到初中阶段的学生管理、课程学习、成绩评价以及日常交往都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且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学校或年级层面的同伴效应,
班级层面的同伴效应对学生个体的学业成就影响更强烈(Burke

 

and
 

Sass,

2013)。本研究参考既有研究的一般处理方法(李长洪和林文炼,2019),将除

个体自身外班级内其他学生的平均课外补习参与率作为同伴行为的代理变量。
与此同时,本研究对自变量做一期滞后处理,使用基线调查中班均补习参与

率预测追踪调查时学生个体的补习参与情况,以提升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此外,为应对同伴效应估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引入

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选择的工具变量为同伴家长的学业要求和

未来信心,问卷题项分别为“您对这个孩子的成绩有些什么要求(1=没有要

求~4=班上前五名)”,“您对孩子的未来是否有信心(1=根本没有信心~4=
很有信心)”。以上两个变量均处理为基线调查时的班内平均值(剔除个体本

人),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论证详见后文。
针对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使用家长对补习重要性的认知(规范效

应)、班级整体学业水平(压力效应)作为中介变量。补习重要性认知变量来源

于家长问卷,具体题项为“你认为学生成绩的好坏与是否参加补习有关系

吗?”,1=有关系,0=没有关系。班级整体学业水平变量来源于教师问卷,
具体题项为“和本校同年级的其他班相比,目前您这个班的学业成绩处于什么

样的水平?”,1=最差的,5=最好的,如同一个班有多名教师填写问卷,则

取其打分均值。
最后,本研究将个体特征、学业情况、父母教育参与、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以及学校特征等相关变量纳入控制。个体特征包括性别(1=男性,0=女

性)和是否独生子女(1=独生,0=非独生)两个变量。学业情况由学生的学业

投入(平均每天在完成课程作业上投入的时间,单位:小时/天)和标准化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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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程考试成绩之和的校内标准化分数)两个变量

组成。父母教育参与包含内部参与和外部参与两个维度,前者指父母指导功

课、检查作业的频率(1=从不,4=几乎每天,两个题项均值),后者指父母

与孩子共进晚餐、参观博物馆、外出看演出等的频率(1=从不,6=每周一次

以上,三个题项均值)。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操作化为父母受教育程度(1=没受

过任何教育,9=研究生及以上)和家庭经济条件(1=非常困难,5=很富裕)
三个变量。学校特征包括学校的教学排名情况(1=最差,5=最好)和生均财

政拨款情况(单位:千元)。此外,考虑到不同县(区)之间可能存在不可观测

的异质性,本研究同时在模型中加入县(区)固定效应,即各县(区)的虚拟变

量。表1汇报了相关变量的来源及描述统计情况。
表1 相关变量来源及描述统计

类型 变量 来源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课外补习参与 追踪调查—学生问卷 35.3% 47.8%

自变量 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 基线调查—学生问卷 35.1% 24.4%

中介变量

班级整体学业水平
追踪调查—

任课教师问卷
3.363 0.838

家长补习重要性认知
追踪调查—

家长问卷
0.101 0.301

工具变量
班均家长学业要求 基线调查—家长问卷 3.104 0.184

班均家长未来信心 基线调查—家长问卷 3.311 0.187

控制

变量

个体特征

学业情况

家长教育参与

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

学校特征

县(区)固定效应

性别(男性=1) 追踪调查—学生问卷 0.522 0.500

独生子女(是=1) 追踪调查—学生问卷 0.443 0.497

学业投入 追踪调查—学生问卷 3.366 1.024

标准化学业成绩 追踪调查—学生问卷 0.000 0.994

内部教育参与 追踪调查—学生问卷 1.899 0.992

外部教育参与 追踪调查—家长问卷 3.259 0.809

父亲受教育程度 追踪调查—家长问卷 4.248 1.995

母亲受教育程度 追踪调查—家长问卷 3.969 1.988

家庭经济条件 追踪调查—家长问卷 2.813 0.610

办学排名 追踪调查—校领导问卷3.976 0.844

生均财政拨款(千元)追踪调查—校领导问卷1.097 0.750

各县(区)虚拟变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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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策略

同伴效应研究可能面临一系列挑战,主要为情境效应(本质为遗漏变量偏

误)和关联效应(本质为自选择偏误)两大问题,均可能造成对同伴效应的估计

偏差。情境效应指出,同伴之间在行为层面出现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于同伴

群体所处的共同情景因素导致。在本研究中,同一个班级内的学生可能共同

处于一种易于参与课外补习的情境之内,如当地对于课外补习的管理政策较

为宽松、班主任提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等,这种共同的情境因素可能导致同

伴行为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虚假关联性。关联效应则指出同伴群体形成中存在

的自选择问题,即具有相同特质和行为倾向的个体更容易成为同伴。例如,
学业表现较好、补习意愿较强、家庭支付能力较高的学生可能聚集在校内实

验班之中,这也会造成对同伴效应的高估。
鉴于此,本研究综合使用多种计量分析工具以回应研究问题,研究思路

具体沿以下三个步骤展开。
首先,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使用滞后一期的班均课

外补习参与率作为同伴行为的代理变量,验证学生课外补习中同伴效应的

存在。
其次,本研究使用两种方案以检验同伴效应。第一种检验思路是针对学

科补习类和兴趣辅导类两种不同类型的课外补习参与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初

中阶段的考试竞争主要围绕学科成绩展开,美术、音乐等兴趣辅导类培训班

的参与较少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若对比分析发现,奥数、数学、语文、英

语等学科补习的参与存在同伴效应,而绘画、音乐、书法、舞蹈等兴趣辅导

的参与不存在同伴效应或同伴效应相对较弱,则可以为本研究分析结论提供

佐证。
第二种检验思路是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通过引

入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外生工具变量,修正内生自变量系数的估计偏差。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排他性约束”的条件,即工具变量与自变量相关且

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这意味着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仅通过自变量产生

(陈云松,2012)。参考An(2015)的分析策略,本研究使用同伴家长的学业要

求和未来信心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基准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同伴家长的学业要求和未来信心会影响同伴的课外补习参与情

况,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第一项条件,即与自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与此

同时,同伴家长的行为却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学生自身的补习参与情况,这从

逻辑上符合工具变量的第二项条件,即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不会直接对因

变量产生影响。后文也将提供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以及内生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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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结果,以证实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
最后,针对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使用逐步回归法,以验证同伴

的课外补习参与率是否通过压力效应和规范效应两条路径影响学生自身的课

外补习参与。

四、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呈现出明显的

同伴效应,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对学生个人的课外补习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力。
表2 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课外补习参与

(2)

课外补习参与

(3)

课外补习参与

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
1.040***

(0.001)
1.029***

(0.001)
1.023***

(0.002)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 √

学业情况 √ √

家长教育参与 √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 √

学校特征 √ √

县(区)固定效应 √

伪R2 0.142 0.183 0.200

样本量 9449 7049 7049

  注:汇报系数为机率比(odd-ratio);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1,
**p<0.05,***p<0.01。

具体而言,在未纳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表2列(1)结果表明,班均

补习参与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身处其中的学生个人参加课外补习的机率比

会提升4%(1.040-1=0.040,下同)。考虑到课外补习参与受到学生个体、
家庭以及学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表2列(2)将个体特征、学业参与、家庭教

育参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学校特征等诸多变量纳入控制,模型的拟合

优度有了一定提升(△R2=0.041),结果显示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

依旧存在,系数略有减小。最后,表2列(3)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县(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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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以消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分析结论的干扰,班均补习参与率与

学生个体补习参与的正向关联性仍显著存在,研究假设一得到了证实。

(二)稳健性检验

1.区分补习类型

如前文所述,同伴效应的分析会受到关联效应(本质为反向因果偏误)和
情境效应(本质为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的挑战。考虑到竞争和同辈压力主要

凸显于学业方面,鉴于此,本文将补习类型划分为针对学科知识的学业补习

和针对艺术特长的兴趣辅导两种类型,分别展开讨论。如果在学业补习领域

证实同伴效应的存在,而在兴趣辅导领域却未发现同伴效应,则可以从侧面

排除关联效应和情境效应的干扰,佐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表3汇报了区分

补习类型讨论的结果。
表3 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区分补习类型的讨论

变量

学业补习 兴趣辅导

(1)

奥数

(2)

数学

(3)

语文

(4)

英语

(5)

绘画

(6)

书法

(7)

音乐

(8)

舞蹈

班均参

与率(%)
1.024**

(0.011)
1.027***

(0.003)
1.019***

(0.004)
1.017***

(0.003)
0.984
(0.009)

1.014
(0.016)

1.020***

(0.006)
0.977
(0.163)

各控制变量 √ √ √ √ √ √ √ √

伪R2 0.124 0.170 0.103 0.174 0.082 0.067 0.135 0.153

样本量 7049 7049 7049 7049 7049 7049 7049 7049

  注:汇报系数为机率比(odd-ratio);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1,
**p<0.05,***p<0.01。

表3列(1)至列(4)所示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奥数、数学、语文以及英语

等学业补习领域,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提升会显著增加学生个人参与课外

补习的可能性。而列(5)至列(8)所示的绘画、书法、舞蹈等兴趣辅导类的课

外补习则不存在同伴效应,仅有音乐一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整体而言,学

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集中于以学科知识为导向的学业补习方面,这证

实了前文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2.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此外,本文引入工具变量法的研究思路,将同伴家长的相关特征作为同

伴行为的工具变量(IV),以解决同伴效应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4汇报了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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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分析结果

变量
(1)

第一阶段回归

(2)

课外补习参与

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
0.009***

(0.002)

工具变量

班均家长学业要求
6.943***

(1.220)

班均家长未来信心
13.280***

(1.019)

各控制变量 √ √

工具变量有

效性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 125.277(>16)

过度识别检验 1.642(P=0.200)

内生性检验(DWH) 4.079(P=0.044)

调整后R2 0.744 0.228

样本量 6886 6886

  注: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1,
**p<0.05,***p<0.01。

有效的工具变量应满足“排他性约束”条件,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自变量具

有强相关性,且对因变量而言具有外生性。由表4所示,弱工具变量检验结

果显示,F统计量为125.277,远高于经验界限F>16,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过度识别检验证明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内生性检验也证实了使用工具

变量法估计的必要性。表4列(2)基于IV-2SLS的估计结果表明,班均课外

补习参与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学生个体的课外补习参与的可能性会提升接

近1个百分点,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系数相较于基准回归模型略有膨胀。① 整

体而言,本文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三)影响机制分析

最后,针对课外补习参与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本文从规范效应和压力

效应两种影响路径予以讨论。

1.规范效应

规范效应认为,班级内部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提升,会在同伴中形成关于

① 为保持系数可比性,本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重新估计

了基准回归系数,结果为0.004,显著性水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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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补习效用的群体共识。这种群体共识会影响身处其中的学生(尤其是子女

教育付费者家长)对课外补习效果的认知,从而促进其购买并参与课外补习。
表5汇报了基于逐步法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表5 中学课外补习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规范效应

变量
(1)

家长补习重要性认知

(2)

课外补习参与

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
1.009***

(0.002)
1.024***

(0.002)

家长补习重要性认知
1.756***

(0.162)

各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调整后R2 0.027 0.202

样本量 7049 7049

  注: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汇报机率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
*p<0.1,**p<0.05,***p<0.01。

表5列(1)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班均课外补习

参与率会显著提升学生家长对课外补习重要性的认知,班级平均课外补习参

与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家长认为课外补习有效的机率比会上升0.9%。表5
列(2)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可以看出,家长补习重要性认知对

于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而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模型表明了规范效

应的存在,研究假设二得到了证实。

2.压力效应

压力效应认为,班级内部参与课外补习的比率增高,会提升班级内部的

学业竞争压力,在此情景下,学生个体为获得学业评价方面的相对优势,也

会倾向于购买课外补习以避免落后。表6汇报了针对压力效应的中介效应模

型分析结果。
表6 中学课外补习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压力效应

变量
(1)

班级整体学业水平

(2)

课外补习参与

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
0.002***

(0.001)
1.029***

(0.001)

班级整体学业水平
1.079**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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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班级整体学业水平

(2)

课外补习参与

各控制变量 √ √

调整后R2 0.063 0.184

样本量 7049 7049

  注:模型(1)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汇报回归系数;模型(2)为二元Logistic回归模

型,汇报机率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1,**p<0.05,***p<0.01。

由表6列(1)所示,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提升会增加班级平均的学业水

平,班均课外补习参与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班级整体学业水平会上升

0.002个单位。与此同时,表6列(2)的分析结果表明,班级整体学业水平的

增加会提升学生个体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班级整体学业水平每提升1个

单位,学生购买参与课外补习的机率比会上升7.9%,这进一步证实了压力

效应的存在,研究假设三也得到了通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聚焦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及

其影响机制。实证分析发现,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呈现出明显的同伴效应。班

级内部的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提升将显著提升学生个体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
规范效应和压力效应是同伴影响的作用机制。一方面,随着班均课外补习参

与率的提升,会在同伴团体内形成关于课外补习效用的群体共识,从而塑造

身处其中的学生及其家长对于课外补习的认知,提升其参与意愿。另一方面,
班级中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越高,同伴团体内部的学业竞争压力会随之增强,
这会对学生个体的自我认知和学业评价产生影响,从而促使学生参与课外补

习以争取相对竞争优势。
在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和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稀缺的情境之下,取得

相对学业优势成为进入顶尖精英院校的首要条件。课外补习已成为学生取得

相对学业优势的重要辅助,其日渐超越其作为正规学校教育补充性角色的定

位,成为学业竞争的重要场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经济不平等日益

加剧的宏观背景下,高经济门槛的课外补习已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优势阶层期待通过课外补习换取子代的学业优势,从而维持阶层地位。而弱

势阶层由于缺少必备的经济支持,其子代被系统性地排斥在课外补习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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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之外(林晓珊,2018)。对学业比较优势的争夺衍生出强烈的剧场效应

(theatre
 

effect),① 超前学习、超纲学习、超量学习愈演愈烈,这既违背了学

生个体学业成长的客观规律,干扰学校课程教学的整体秩序,又可能造成隐

性的社会不平等,导致弱势阶层的升学境遇进一步恶化。
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实现课外补习教育的规范化、理性化发展提供一定

政策启示。
首先,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是避免过度影子教育的首要前提。近年来,

基础教育的减负导向在缓解学业压力、促进学生综合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

学校课程教学深度下滑的隐忧(薛海平,2015)。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因学

校课程教学时间有限,学生不得不通过课外补习来消化课程内容的现象。鉴

于此,在强调均衡化发展和学生综合素质培育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提升校内

课程教学的质量,构建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学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校

内选择。
其次,应强化针对课外补习市场的监管与规范。在市场竞争与升学竞争

的双重加持下,课外补习市场的非理性发展趋势日益凸显,部分机构通过宣

传超前学习、贩卖焦虑以谋取经济利益。因此,应建立课外补习市场的适度

监管机制,设定课外补习的合理范围,以避免课外补习市场乱象的出现。此

外,针对弱势阶层和基础教育薄弱区域,参考发达国家的既有方案,政府可

以通过资源调配的方式提供校内学业辅导,以改善其在升学竞争中的境遇,
防止影子教育造成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杨钋,2020)。

最后,高等教育的高度分化是基础教育升学焦虑的根源所在,进入不同

层次大学所带来的符号价值及教育回报存在巨大差异,这直接催生了围绕升

学机会的激烈竞争。因此,应促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提升应用

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构建人才流动的合理渠道,为学生

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选择。这是缓解过度竞争、促进课外补习理性化发展的根

本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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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intensive
 

parenting
 

model,education
 

investment
 

gradually
 

extends
 

beyond
 

the
 

school
 

field.More
 

and
 

more
 

families
 

are
 

buying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in
 

order
 

to
 

help
 

their
 

children
 

gain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examination.Peer
 

is
 

the
 

core
 

reference
 

group
 

of
 

students􀆳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which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choi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er
 

effe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eer
 

on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participation,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eer
 

effect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The
 

increase
 

of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in
 

class
 

will
 

change
 

the
 

parents􀆳
 

cogni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and
 

increase
 

the
 

academic
 

competition
 

pressure
 

within
 

the
 

class,

so
 

as
 

to
 

enhance
 

the
 

possibility
 

of
 

students􀆳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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